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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 CHARLS 2013 年全国追踪调查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将老年人社会地位、养老金收入、

身体健康状况、心理健康状况和生活满意度组成一个交互影响、相互关联的系统，研究基于性别

差异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因素。结果显示：（1）社会地位对男性老年人身体健康影响显著，

对女性老年人影响不显著；（2）较高的社会地位显著降低了男性老年人和女性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

（3）女性老年人养老金收入水平显著低于男性老年人，养老金对老年人身体健康状况、心理健康

状况的影响都不显著，对生活满意度影响显著；（4）身体健康状况对男性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

显著为正，对女性老年人影响不显著。将性别因素引入公共政策考虑之中尤为重要，探讨单因素以

及基于性别差异的因素间相互影响过程，促进男性老年人和女性老年人在经济安全和社会地位方面

的平等，对于提高老年人身心健康水平和生活满意度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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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和高龄化时代，《2015 年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的相关数据示，2015-2035 年，中国老年人口比重将扩大一倍，达到 20%。随着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铺开以及高龄补贴、无保障老年人生活补

贴、独生子女老年补助、最低生活保障等经济帮扶政策的实施，中国老年人的生活水平和经

济能力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提升，但就目前来看，老年人患抑郁症比重较高、生活满意度较低

等问题仍然十分突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 2011 年的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显示，我国老

年人精神抑郁比重达 37.7%。2012 年，宁波市心理卫生协会对老年人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

老年人患抑郁症的比重达 6.5%。2013 年的江苏省老年心理健康现状调查报告显示，30% 的老

年人感觉自己不幸福，7%的老年人存在多种心理不健康症状。这些现象表明，社会经济发展

并没有显著降低老年人患抑郁症比重和缓解其生活不满意问题。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

素由主要是经济状况向经济状况、身体健康状况、心理健康状况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转变。

当考虑性别差异后，多数学者发现，女性老年人在经济状况、身心健康、家庭地位和社

会地位等方面都差于男性老年人，存在明显的累积劣势，这种劣势并没有单纯使女性老年人

生活满意度降低，而是将从系统和变量全局的角度引起老年人生活满意度评价的不同性别规

律。因此，深入探讨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性别差异，对于有针对性地开展男性老年人和女性

老年人的健康养老、快乐养老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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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AMOS model, along with the national investigation data of 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 (CHARLS) in 2013, this paper compiles socioeconomic 
status, pension incomes, health and life satisfaction of older adults as a interactional system, to 
investigate the factors of gender differences of life satisfac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impact of socioeconomic status on male`s physical health is significant positive but is indistinctive 
on female; (2) higher socioeconomic status significantly reduces life satisfaction; (3) female’s 
pension incomes are worse than male’s, the impacts of pension incomes on both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are not significant while the impact on life satisfaction is significant; (4) physical 
health lies a significantly positive effect on male`s life satisfaction but insignificant on female`s. 
It is important to consider gender differences on public policies, thus to improve the equality 
of socioeconomic status between males and females, which has crucial meanings on improving 
health condition and life satisfaction on older adults.
Key words：older adults；life satisfaction；gender dif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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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献综述与问题的提出

（一）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

学界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研究成果已经相当丰富，对其多种影响因素都有考虑。肖日

葵（2010）采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法，研究文化程度、经济够用程度、健康自评、日常生活

方便程度、子女的孝顺程度和人际关系等因素对城市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张丹（2014）

研究了家庭养老方式下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问题，指出家庭的经济支持、日常照料和沟通联

系都显著正向影响着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田北海等（2010）通过研究福利院老年人生活满意

度发现，影响老年人对福利院生活满意度的因素，除了福利院方面的因素外，还包括老年人

的性别、身体状况、是否自身付费等。高建新等（2009）的研究发现：子女数对老年人生活

满意度有着显著正向影响；另外，子女的受教育年限会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产生影响并存在

着性别差异，一般来说，儿子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较高更能正向影响老年人生活满意度。

总体而言，大多数学者主要分析了老年人的个体特征、家庭因素、健康状况、经济支持

等对其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发现，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与其身体健康状况、心理健康状况、

家庭经济条件、教育水平等因素紧密相关。

（二）社会变迁与老年人社会性别差异

通过整理已有研究可以发现，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男性老年人和女性老年人在身体健

康状况、心理健康状况、经济安全等方面都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

在身体健康状况方面，女性老年人患慢性病比重更大（Zhao 等，2014a），患关节炎更

严重（Li et al.，2014），大部分 45 岁及以上中老年人的抑郁指数（CES-D 指数）都在 10

分以上，且女性老年人的比重远远大于男性老年人（Lei et al.，2014）。薛新东等（2012）

通过老年人的非正式社会网络和社会参与来刻画老年人的个人社会资本，并指出，社会资

本对老年人身体健康状况的影响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其对女性老年人的影响显著高于男

性老年人。徐婧（2015）研究了中国老年人健康状况的性别差异及其影响因素，指出在控

制了年龄、教育水平、婚姻、收入水平、患病情况、城乡、地区等因素后，男性老年人的

健康状况好于女性老年人。翟淑云（2014）通过研究发现，男性中老年人的健康水平明显

高于女性中老年人，并通过运用 Probit 模型分析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影响因素发现，教育

对女性老年人身体健康状况的促进作用大于男性老年人，而工资收入水平和婚姻状况对男

性中老年人身体健康状况的影响更大。

在心理健康状况方面，赵忻怡等（2014）指出，老年人在应对丧偶问题上存在性别差异，

一般而言，参加社会活动对男性丧偶老年人影响不显著，而对女性丧偶老年人则有显著影响，

可见社会活动有助于提高女性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水平。徐洁等（2014）从生命历程角度研究

了女性老年人的健康劣势问题，指出无论从老年生理健康角度还是从心理健康角度来看，女

性老年人都存在累积的健康劣势，女性老年人早期的劣势累积直接制约着其晚年时期的身体

健康状况。

在经济安全方面，杨菊华等（2013）分析了累积劣势与老年人经济安全的性别差异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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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老年人经济安全的性别差异十分突出，男性老年人的经济安全程度显著高于女性老年人，

女性老年人的早期累积劣势对其老年时期的经济安全具有重要影响，早年的职业对其经济安

全的影响更为突出。薛伟玲等（2004）研究了老年人日常健康照料成本的性别差异问题，指

出女性老年人的“多重劣势”增加了其对日常健康照料的需要，然而女性老年人的支付能力

并不能满足她们的日常健康照料需求，因此，提高女性老年人的日常健康照料支付能力是一

个亟须解决的问题。

可见，女性老年人在身体健康状况、心理健康状况、经济支持方面都差于男性老年人，

与男性老年人相比，女性老年人存在累积劣势，缺乏较高的个人社会资本、政治资本和人力

资本，更多的人务农或无业、从事低端劳动等累积劣势是女性老年人的一个重要现状。

（三）问题的提出

总的来看，现有文献对于女性老年人乃弱势群体这一观点已基本达成了共识。学者们普

遍认为，女性老年人在身心健康状况、经济安全方面都差于男性老年人，与男性老年人相比，

女性老年人存在累积劣势。同时，现有文献也从多角度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进行了研究，指

出性别、教育水平、健康自评、经济状况、子女情况、社会支持、社会参与等是影响老年人

生活满意度的重要因素。然而，现有文献缺乏对这些因素的系统考虑，特别是缺乏从系统角

度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社会性别差异的研究，同时，现有文献对老年人社会等级和社会地

位的研究也很少。因此，本文整合不同因素，将老年人社会地位、养老金状况、身体健康状

况、心理健康状况和生活满意度等潜变量组成一个相互关联、交互影响的系统，研究各潜变

量交互影响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性别差异问题，并特别探究老年人养老金状况和社会地位影响

其生活满意度的不同性别模式。通过深入探究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性别规律，有助于更加清

楚地认识性别对老年人身心健康和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三、研究框架、假设及数据准备

（一）研究框架、假设

本文所运用的结构方程模型由结构模型和测量模型两部分构成，结构模型将潜变量老年

人社会地位、养老金状况、身体健康状况、心理健康状况和生活满意度组成一个交互影响的

系统，测量模型将潜变量与指标联系起来，进而从系统的角度研究各潜变量之间的关系。

不同社会地位所拥有的资源内涵大不相同，拥有更高社会地位的老年人所拥有的工资收

入、权力、社会资源往往更多；因此，假设社会地位更高的老年人其养老金收入更高，身心

健康状况更好，最终对生活的满意度也更高。养老金状况决定了经济基础，预期对老年人的

身心健康和生活满意度产生积极影响。此外，身心健康也是老年人生活满意度评价的主要影

响因素。根据以上分析，本文假设：

H1：在控制其他潜变量的情况下，老年人社会地位对其养老金状况（H1.a）、身体健

康状况（H1.b）、心理健康状况（H1.c）和生活满意度（H1.d）都有积极影响。

H2：在控制其他潜变量的情况下，老年人养老金状况对其身体健康状况（H2.a）、心

理健康状况（H2.b）和生活满意度（H2.c）都有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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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在控制其他潜变量的情况下，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对其身体健康状况（H3.a）和

生活满意度（H3.b）都有积极影响。

H4：在控制其他潜变量的情况下，老年人身体健康状况对其生活满意度有积极影响。

根据假设形成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结构方程模型路径图（见图 1）。

（二）数据来源

本研究采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3 年全国追踪调查数据。调查

总样本数为 18,604，样本来自从全国随机抽取的 150 个县（市）450 个社区（村）的 10,257

个家庭中。调查内容包括个人基本信息、家庭情况、健康状况和功能、医疗保健和保险、工

作、收入、支出和资产等。

为了控制变量缺失，本研究将2013年全国追踪调查中缺失的年龄、教育水平、单位类型、

职称等级、企业养老金、商业养老金、新农合及其他养老金用 2011 年全国基线调查中相同

ID 老年人的相应数据填补。最后，本研究选取年龄在 60 岁以上的样本，并删除缺失值，共

计获得 3709 个有效样本。

（三）潜变量

本研究共设 5 个潜变量，分别是生活满意度、养老金状况、身体健康状况、心理健康状

况和社会地位。各潜变量的度量指标（显变量）如下。

生活满意度：老年人自我评价的生活满意程度、生活水平、相对生活水平。应答者根据

问题“总的来看，您对自己的生活感到满意吗？”“总体来说，您怎么评价您自己家的生活

水平？”和“与您的亲戚们 / 教育程度一样的同学们 / 同事们 / 邻居、村里人 / 本县、市、

区的平均生活水平相比，您觉得自己的生活水平是好很多、好一点、差不多、差一些，还是

差很多？”给出评分。

养老金状况：总的养老金收入，为退休金（退休金、企业基本养老保险、企业补充养老

保险）、商业保险（人寿保险）和新农合及其他收入（新农保、征地养老保险、高龄老年人

补贴、其他）之和。

老龄科学研究 2016年 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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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健康状况：ADL 指数、慢性病指数、自我评价的身体健康水平。ADL 指数包括 “您

现在跑或慢跑 1公里，有困难吗？”“您连续不停地爬几层楼，有困难吗？”等 9个问题，

每个问题都对应 4 个相同的选项，分别是：“没有困难”“有困难但仍可以完成”“有困

难 , 需要帮助”和“无法完成”。本文将选项编码为 0，1，2，3 分，得到 0-27 分区间的

ADL 指数。ADL 分数越高，表明身体越差。慢性病指数指老年人患有慢性病的项数，共有

14 项慢性病。

心理健康状况：CES-D 抑郁指数、精神状态指数。CES-D 抑郁指数通过样本对“我因

一些小事而烦恼”“我在做事时很难集中精力”等 10 个问题的回答来衡量。每个问题都包

括如下 4 个选项：“很少或者根本没有（<1 天）”（=0）、“不太多（1-2 天）”（=1）、

“有时或者说有一半的时间（3-4 天）”（=2）和“大多数的时间（5-7 天）”（=3）。其

中 2 个问题与另外 8 个问题的答案方向相反，对其进行反转。最后形成 0-30 分区间的“抑

郁指数”。精神状态指数是根据 2013 年全国追踪调查新加入的问题汇总而得，问题包括“昨

天您是否曾经有不顺心的感觉？”“昨天您是否曾经有悲伤的感觉？”“昨天您是否曾经有

孤独的感觉？”等。每个问题都包括如下5个选项：“完全没有”（=0）、“有一点”（=1）、

“有一些”（=2）、“比较多”（=3）和“非常多”（=4）。其中 3 个问题与另外 8 个问题

的答案方向相反，对其进行反转。最后形成 0-44 分区间的“精神状态指数”。

社会地位：包括教育水平、职称、单位类型。本文将单位类型划分为农民、个体户或私

营企业、一般企业、国有企业（或控股企业）和政府事业单位五个等级，等级越高，社会地

位越高。职称具有多维性，本研究从“农民”“公务员”“正式编制内的员工”等六个维度

进行职称等级评分（表 1），并对职称评分进行加总。

变量定义与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2 所示，样本总数为 3709，其中男性样本数为

1944，女性样本数为 1765。①与女性老年人相比，男性老年人的平均教育水平、职称等级

和企业类型等级更高，表明男性老年人的平均社会地位更高。②男性老年人的平均养老金收

入为 600.31 元 / 月，远远高于女性老年人的 239.74 元 / 月，前者为后者的 2.5 倍，两者

存在显著差异（P=0.000）①。③女性老年人的平均身体健康状况更差，男性老年人的平均

ADL 指数为 4.47，而女性老年人为 6.62，两者存在显著差异（P=0.000），表明女性老年

人在日常生活中存在的困难更多；男性老年人平均患1.47项慢性病，少于女性老年人的1.64

项，二者之间也存在显著差异（P=0.000）；总体而言，男性老年人对自身健康的评价也好

①括号内为均值检验的 P值，认为 5% 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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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女性老年人，男性老年人的平均自评得分为 2.08，而女性老年人为 1.95，两者存在显著

差异（P=0.000）。④与男性老年人相比，女性老年人的抑郁程度显著更大（P=0.000）、

精神状态显著更差（P=0.014），表明女性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相对更差。⑤男性老年人

的生活满意度略高于女性老年人，二者的平均评分分别为 2.21 分和 2.19 分，但并无明显差

异（P=0.446）；二者的生活水平自评也无明显差异（P=0.735），然而其相对生活水平自

评则存在明显差异（P=0.000），男性老年人的平均评分为 9.73，女性老年人为 10.86，女

性老年人对相对生活水平的评价显著高于男性老年人。

（四）老年人社会性别差异的基本界定

1．养老金

由于养老金收入数据严重有偏，其平均值容易受到极大值点影响，值容易偏大，因而本文

采用养老金分位点讨论。养老金收入的分年龄段统计信息如表3所示，其散点图如图2所示。

①老年人的养老金水平整体较低，约一半老年人的养老金收入在 60 元 / 月以下；3/4 男性

老年人的养老金收入在150元 /月以下，而3/4女性老年人的养老金收入在100元 /月以下；

3/4分位点以下男性老年人、女性老年人的平均养老金收入分别为67.99元/月、60.90元/月。

②低龄（60-64岁）男性老年人和中低龄（60-74岁）女性老年人的平均养老金收入水平最低，

其 3/4 分位点分别为 130 元 / 月、100 元 / 月和 80 元 / 月。③男性老年人和女性老年人养

老金收入存在显著差异（P=0.000），女性老年人处于弱势地位，女性老年人平均养老金收

入仅为男性老年人的 39.9%，各年龄段女性老年人的养老金 3/4 分位点也都低于男性老年人。

从全体老年人养老金收入散点图（见图2）也可以看出，在平均养老金收入水平（428.6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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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上的老年人中，男性老年人所占比例更大，其最高金额也高于女性老年人。④男性老年人

和女性老年人养老金收入差距主要体现在退休金（P=0.000）、新农合和其他高龄老年人补

贴（P=0.019）方面，在商业保险方面两者并无明显差异（P=0.526）。

２．生活满意度

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柱状图如图 3 所示。①与男性老年人相比，更大比例的女性老年人

对生活一点也不满意或不太满意，2.94% 的女性老年人对生活一点也不满意，而男性老年人

的这一比率为 1.08%，10.03% 的女性老年人对生活不太满意，而男性老年人为 7.15%，可见

女性老年人更有可能对生活感到不满意。之所以如此，其可能的解释是：女性老年人在家务

和家庭经济决策中承担了更大的责任，面临的家庭压力更大；女性老年人的经济安全状况更

差，如其养老金收入明显低于男性老年人，面临的经济压力更大；男强女弱、不平等的社会

性别文化使女性老年人处于弱势地位，面临的精神压力更大。②与女性老年人相比，更低比

例的男性老年人对生活非常满意或极其满意，23.30% 的男性老年人对生活非常满意，而女

性老年人为 27.99%，3.35% 的男性老年人对生活极其满意，而女性老年人为 3.40%，可见，

男性老年人对生活感到非常满意的可能性更小。

   图 2   老年人养老金金额分布状况                       图 3   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分布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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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模型结果

结构方程模型由测量模型和结构模型两部分组成，其基本形式是：

h=Bh  +kx +  z
y=Ax +d
x=Lh  + e

其中：h 表示内生潜变量（养老金状况、身体健康状况、心理健康状况、生活满意度）；

x 表示外生潜变量（社会地位）；B 为内生潜变量系数矩阵，表示内生潜变量的因果关系；

k 为外生潜变量系数矩阵，表示外生潜变量和内生潜变量的因子关系；z 为结构方程的残差

项；y 表示外生潜变量的显变量（也称为指标）；A 表示外生潜变量与其显变量的因子载荷

矩阵；x 表示内生潜变量的显变量；L 表示内生潜变量与其显变量的因子载荷矩阵；e，d 为

潜变量与显变量之间的测量误差。结构方程模型系数估计的基本思想是使“模型估计的方差－

协方差矩阵”与“数据本身的方差－协方差矩阵”尽可能接近，即 S=S (q )，其中 S 为数据

的样本协方差矩阵，S (q ) 为结构方程模型估计的含有参数q 的协方差矩阵。本研究采用极

大似然法（ML 方法）进行系数估计。为了克服一定程度上的数据非正态性对参数估计准确

所带来的影响，本研究采用 Bollen-Stine 重抽样方法（Bollen et al.，1992）进行较正。该重

抽样方法以整个模型为基础，在进行结构方程建模之前对数据进行一次变换，之后再对参数

进行重抽样估计。

（一）全样本的实证分析

首先，本研究使用所有样本数据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建模，从整体上分析老年人社会地位、

养老金状况、身心健康状况和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得到相关回归系数并形成如图 4 所示

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结构方程模型路径系数图”。

模型载荷系数在 0.000 水平显著，整体数据模型卡方检验 c 2(d.f.=44)=432.321，
P=0.000<0.05，“拒绝估计的方差－协方差矩阵”与“数据本身的方差－协方差矩阵”相

同假设。然而温忠麟等（2004）、Hooper 等（2008）都指出，卡方检验值会随着样本数

的增大而增大，当样本数 N 很大时，任何模型都会被卡方检验拒绝，因此，还应当综合其

他指标对模型进行判别。根据 Hu 等（1999）的 2 指数方法，模型 RMSEA=0.049<0.06，
SRMR=0.037<0.09，且模型的 CFI 为 0.951，TLI 为 0.927，都大于 0.9，因此，有理由认

为模型拟合结果不错。

根据图 4可知，对全体老年人而言：

首先，社会地位促进了老年人的养老金收入、身心健康，支持假设 H1.a、假设 H1.b 和假

设 H1.c，然而社会地位显著降低了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与假设 H1.d 相悖。进一步检查发现，

社会地位的指标与生活满意度自评都是负相关关系，教育水平、企业等级、职称等级与生活

满意度自评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051（P=0.002）、-0.003（P=0.849）和-0.006（P=0.711），

与生活水平、相对生活水平自评的相关系数检验也有类似结论，表明社会地位更高的老年人

对生活满意程度评价更低。之所以如此，其可能的解释是：虽然社会地位更高的老年人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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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养老金收入更多、身心健康状况更好，但是他们对生活水平的要求更高，对物质生活和精

神生活的追求更高，当这些要求得不到满足时，他们倾向于对生活满意度评价更低；此外，

社会地位更高的老年人往往在工作和社会活动中承担着更大的责任，其精神压力更大，因此

更有可能对生活感到不满意。

其次，养老保险提升了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支持假设 H2.c；然而其对老年人身体健康

状况和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都不显著，不支持假设 H2.a，H2.b。这对中国养老金政策有着

重要启示。①资金投入力度太小。3/4 分位点以下男性老年人和女性老年人的平均养老金

收入分别为 67.99 元 / 月、60.90 元 / 月，而与此同时，城市老年人的月平均生活支出为

1318.25 元，农村老年人的月平均生活支出为 396.58 元①，可见养老金收入对老年人生活满

意度的影响微乎其微，养老金政策的实际效果较小。②这种低水平福利制度的作用目前仅仅

停留在提升生活满意度层面，还传导不到提升身心健康水平的实际层面。③这种蜻蜓点水式

的公共政策是真的会产生实际效果，还是仅仅是一种为了推进而推进、为了人人享有而享有

的政绩工程？④研究结果证实，养老金制度显著提高了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说明老年人生

活满意度的提高相对比较容易，而老年人身心健康水平的提高则难度更大。

再次，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促进了其身体健康水平和生活满意度的提升，支持假设

H3.a 和 H3.b，老年人身体健康状况促进了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提升，支持假设 H4。同时也

①数据来源：由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主持的“2010 年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追踪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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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心理健康状况是影响老年人身体健康状况和生活满意度的首要因素，说明实施老

年人心理疏导、定期探望孤独老年人、鼓励年轻人常回家看看等增强老年人心理健康的措施

具有重要意义。老年人身体健康状况对于提升其生活满意度的促进作用表明，应当鼓励老年

人定期检查身体、积极参加锻炼等，并应进一步加大对老年人大病重病的帮扶力度，全面提

高老年人身体健康水平。

（二）按性别分组的实证分析

潜变量的单因素分析表明，女性老年人的社会地位更低，养老金收入水平更低，身心健

康状况更差，然而对于这些差异会如何体现在潜变量的交互影响过程中，目前还不是很明确。

由此，本研究将全体样本按性别分组，以考查潜变量交互影响关系的性别差异，由此得到如

表 4 所示的变量关系。其中直接效应为潜变量间的直接影响关系，间接效应为初始潜变量通

过中间变量作用而对最终潜变量所产生的影响，总效应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之和。

由表 4 可知，社会地位对男性老年人身体健康状况影响显著，而对女性老年人影响不显

著。这说明，男性老年人社会地位越高，其身体健康状况越好，而女性老年人的社会地位并

不会直接显著影响其身体健康状况。之所以如此，其可能的原因是，男性老年人的工作存在

更强的层次和梯度，更高的社会地位意味着其工作环境更好、工作时的体力付出更少、工资

收入更高。单因素分析显示，女性老年人的社会地位更低，这意味着社会地位对女性老年人

身体健康状况的影响程度低于男性老年人。社会地位对女性老年人身体健康状况的不显著影

响关系，意味着女性老年人身体健康主要受到包括慢性病、风湿等其他因素的影响。同时，

社会地位对老年人身体健康状况的间接影响表现出相反的性别差异，其对女性老年人身体健

康状况的间接影响显著，而对男性老年人的影响则不显著。这里所说的间接影响路径包括“社

会地位→养老金状况→身体健康状况”“社会地位→心理健康状况→身体健康状况”和“社

会地位→养老金状况→心理健康状况→身体健康状况”。这表明，社会地位通过影响养老金

收入、心理健康状况而对女性老年人身体健康状况产生显著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对男性老年

人而言则并不显著。最后，社会地位对男性老年人和女性老年人身体健康状况影响的总效应

都显著为正，表明通过直接和间接的方式，社会地位提高了男性老年人和女性老年人的身体

健康水平。

在表 4 所估计的结果中还存在另一个显著的性别差异：对男性老年人而言，身体健康状

况对其生活满意度有显著影响，对女性老年人而言则这种影响并不显著。这与以往研究所提

到的身体健康状况显著促进生活满意度提升的观点存在差异（Yeatts et al.，2014）。研究表明，

这种显著影响关系只存在于男性老年人之中，而对女性老年人则不适用。单因素分析显示，

女性老年人在日常生活行动（ADL指数）和患慢性（患慢性指数）方面都显著差于男性老年人。

这可能是身体健康状况对女性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提升贡献较少的原因之一。除此之外，还可

能因为女性老年人对生活满意度的评判与男性不同。与身体健康状况相比，女性老年人可能

更关心自身心理健康状况、子女情况、家庭经济、社会参与、社会支持等对生活满意度的影

响。还可以看出，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对其生活满意度的间接影响因受到身体健康状况对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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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满意度影响的性别差异而表现出性别差异，即路径“心理健康状况→身体健康状况→生活

满意度”表现出性别差异。

此外，养老金收入对男性老年人和女性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和身体健康状况都没有显

著影响，而只对其生活满意度有显著影响。这与全体样本模型结果一致，同时也再次表明，

男性老年人和女性老年人的养老金收入水平都比较低。社会地位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与全体

样本模型结果一致，即社会地位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显著为负，表明社会地位更高的老年人

其生活满意度更低。然而社会地位对男性老年人和女性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间接影响都显著

为正，即社会地位通过对老年人养老金、身心健康状况产生影响而间接提升了老年人生活满

意度，最终社会地位的正向效应和负向效应相互平衡，使社会地位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总

效应不显著。这个过程可概括为社会地位的“正反性”，这种正反性对男性老年人和女性老

年人都适用。最后，研究表明，心理健康状况是男性老年人和女性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首要

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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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按年龄段分组的实证分析

由于被调查老年人主要集中在 60-70 岁之间，71 岁及以上老年人样本数目较少，因此

本研究将老年人划分为 60-64 岁、65-70 岁、71 岁及以上三组，以进一步研究年龄对各潜变

量的交互影响关系以及不同年龄段老年人所表现出来的社会性别差异。各组的样本数量与模

型输出结果如表 5所示。

由表 5 可知，对所有年龄段的男性老年人而言，身体健康状况对其生活满意度都有显著

影响，而对所有年龄段女性老年人而言则其影响并不显著。这与按性别分组的结果一致，表

明身体健康状况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的结果是稳健的。同时也再次说明，身体

健康状况促进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提升的说法对女性老年人而言并不适用，女性老年人对生活

是否感到满意主要受到经济安全、社会支持、社会参与、子女情况等其他因素的影响。此外，

养老金对老年人身体健康状况、心理健康状况潜变量的影响也是稳健的。对所有年龄段的男

性老年人和女性老年人而言，养老金收入对其身体健康状况都没有显著影响。除 71 岁及以

上女性老年人外，养老金收入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都没有显著影响。这再次表明，中国的

低水平福利养老金制度并不能在实际层面上提升老年人身心健康水平，而只能停留在提升其

生活满意度层面。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基于 CHARLS 2013 年的全国追踪调查数据，实证考察了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社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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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差异。单因素分析表明：女性老年人在养老金收入、患慢性病状况、抑郁、精神状态、日

常行动能力等方面都显著差于男性老年人，女性老年人的累积劣势明显；然而男性老年人和

女性老年人在生活满意度评价方面并无明显差异，因而猜想男性老年人和女性老年人生活满

意度的影响因素并不相同。本文进一步通过结构方程建模，将老年人社会地位、养老金状况、

身体健康状况、心理健康状况和生活满意度组成一个交互影响、相互关联的系统。研究结果

表明，潜变量的交互影响关系对男性老年人和女性老年人而言并不完全相同，其中存在性别

差异。其主要结论包括：①更高的社会地位促进了老年人身体健康，然而对男性老年人而言

这种促进作用是直接的，其间接效应并不显著，对女性老年人而言这种促进作用是间接的，

其直接效应并不显著；②从双因素角度来看，社会地位显著降低了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从系

统角度来看，社会地位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不显著；③养老金收入水平对老年人身体

健康状况、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都不显著，而只对生活满意度提升有显著促进作用；④更好

的身体健康促进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提升的说法只适用于男性老年人，对女性老年人而言这种

促进关系并不显著；⑤心理健康状况是老年人身体健康状况和生活满意度的首要影响因素。

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本文认为，将性别因素引入公共政策的考虑之中尤为重要。具体而

言，本文对此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统筹考虑退休金、商业养老保险、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以及其他补贴对老年人养老

金总收入的影响，促进养老金总收入的性别平等。男性老年人在退休金收入方面远远高于女

性老年人，未来是否可以在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其他老年人补贴方面向女性老年人作更多倾

斜，或新增针对女性老年人的特殊补贴，以进一步提高女性老年人补贴水平，弥补女性老年

人在养老金总收入上的劣势？

第二，注重不同性别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提升工作中的不同着重点，促进老年人生活满意

度提升。鼓励男性老年人参与家庭决策并分担家务，促进家庭事务中的性别平等。进一步提

高女性老年人的经济安全，鼓励女性参与社会经济活动和承担社会事务。对男性老年人进行

退休后业余生活的引导，帮助其较好地实现社会融合等。

第三，除养老金收入外，应从其他方面探讨提高老年人身体健康水平和心理健康水平的

途径。例如：鼓励老年人参加身体锻炼活动和定期进行身体检查，促进身体健康，帮助其应

对大病、重病；积极开展老年人心理疏导活动，帮助其排遣内心独孤，为其提供社区层面的

心理帮助；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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